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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对于社会福利问题的关心前所未有地高涨，本书在善会、善堂史研究方面，仅仅是根据各
种《征信录》、《申报》和文集随笔等史料描述了善会和善堂的轮廓。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利
用，将来也许有必要做大幅度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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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夫马进，1999年该书获日本学士院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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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资料很扎实
2、这绝对是本好的学术书
3、: �
D693.66/5873

4、通往奴役之路
5、社会福利史
6、看完后怀疑我所在的善堂是不是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善堂”？
7、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8、查“织里事件”
9、非常优秀的著作。一般学者研究中国民间社会的路径，通常是以会馆、公所等商业机构为中心，
而夫马进则是以善堂、善会为中心。善堂、善会的建立，一方面与明末的结社潮流有关，另一方面与
当时的生生思想、报应观念有关。清代善举观念的范围比较大，几乎囊扩了今天大部分的市政措施。
不过，到了清末最后几年，善举观念开始被现代的市政观念取代。当时的上海，以善堂、善会为中心
的市政管理模式逐渐被现代的市政机构取代！~~~马上睡觉！！欧也
10、很用心也颇有想法的著作。我觉得我需要时常看一看这种水平的著作来敲打敲打自己。
11、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有像日本那样，对材料的搜集达到痴迷的程度呢？
12、精细到让人震惊。
13、竭泽而渔史料的典范，但中间部分似乎比较松散，材料罗列得太多。而且从上海周边地域保婴会
的繁荣就推测“旧中国地域社会的活力”似乎有些欠妥，毕竟松江府不能代表全国。
14、⋯⋯ 想象之外的现实，好残酷⋯⋯更残酷的部分大概是作者不好意思写在正文之内，所以原文补
助在了脚注的内容吧（苦笑）⋯⋯  
15、学习了，不过请问““童装税”“缝纫机税”“摆摊税”也能托起一个20%增长的财政来”来源
是哪啊楼主
16、慈善从来就不属于官营范畴，却总被拿来官营。官家按现代民主制度，只是民众的委托人，哪有
委托人那债主的股东的钱来替股东债主无条件的花了呢。两者本身就是法律关系，不是道德关系。官
家经营慈善，是把自身权力垄断视为合法，并且要粉饰此种垄断的合法，而打出的道德旗号。
17、资料非常详实   逻辑性  宏观角度
18、　　       1912年，也就是距今100年前，一个叫朱友渔的留美博士写出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
一书，介绍了清代老人院、恤嫠会、义冢、施棺等民间慈善事业，强调这里头体现了中国人民间互助
、民间结社的民间自治精神。处在辛亥革命的风头浪尖上，这位在1951年基督教控诉运动中首当其冲
遭到控诉的中国基督教领袖人物热切地期盼自己的祖国能够诞生现代民主制度，于是从属于本国传统
的善会、善堂中挖掘“自发”的萌芽，希望能够与现代民主拟合。
　　       朱友渔的研究是缺乏实证依据的，而100年后的我们很清楚他的期待落空了。像朱友渔那般希
望从传统中挖到宝藏或者仅仅是借古讽今的人一直是不少的，比如经济学家陈志武：“中国历史上，
清朝税赋为GDP的3%左右，朝廷一年财税等于200万北京工人的年收入，而今年10几万亿的预算内财
政收入是5亿城镇居民年收入！ ”可是，一个拥有充分自发秩序的小政府国家，为何没有像西方国家
那样走向繁荣呢？
　　       2012年初，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还有一桩非常值得在意的事情是政府接棒“免费午餐”，
媒体拼命为这件事鼓与吹，什么“重新审视中国式慈善”啊，什么“慈善史上的一件大事”啊，什么
“政府与民间的努力形成一种合力”啊，甚至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规模的政府回应，
这不仅是中国慈善史上绝无仅有的，就是欧美一些国家也没有“之说。
　　       而夫马进此书，深钻中国民间慈善这一个社会侧面，已完全足够解答：
　　       1.中国历史上有过小政府吗？
　　       2.中国历史上的自发秩序地位究竟如何？
　　       3.中国古代官僚如何行使干预主义？
　　       4.免费午餐的先辈是怎样的情况怎样的结局？它们与免费午餐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Page 5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当然夫马进本人并非完全聚焦于此，本书分为三部，第一部讲善会善堂的开端，第二部讲善
会善堂的概况，第三部才是结合社会史背景的分析。对我而言最精彩最有意义的自然是第三部，不过
前两部绝不是没有含量的，尤其是育婴堂的部分，甚至是足以令人重新认识历史的，只不过我关注的
点不在那里罢了。
　　       我必须首先介绍一下前两部内容作为那四个问题的铺垫。善会善堂，乃是民间经营的慈善组
织及设施，其中结社的善会在前，成为实体单位的善堂在后，萌生于明朝末年。在它们出现之前，慈
善救济事业是由国家经营的，从大约梁朝时有正式机构，在明朝，最为普遍的是官营的养济院。然而
，养济院的救济是地域性的、定额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存在极其严重的腐败，尽管腐败者从明到清为
不同身份的人，其低效率还是一脉相承，完全无法展开实质意义的慈善事业。
　　       善会善堂则不同，它由民间发起创立，往往有明确的章程，也有着明确的救济对象，慈善效
率较高，社会名声也很好。其慈善内容带有相当的时代烙印，故夫马进挑选了育婴堂及保婴会、恤嫠
会与清节堂来作为代表讲述。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善”泽及枯骨，疏于生人“，与现在所谓慈善区别
是较大的，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上海同仁堂托管育婴堂期间，宁可杀鸡取卵地取出育婴堂的生息资本以
填补赤字，也不愿折损同仁堂对死人的施棺、义冢等慈善来补贴，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希望把同仁堂
带进育婴堂屡兴屡废的悲剧循环中去的考虑。
　　       以上俱是粗略，要回答那四个问题，还得深入到善会善堂的细节中去。
　　       善会善堂的成立与初期经营，确实是民间生员、绅士自发组织的，即便是要向官府作申请，
一开始受到的干预并不大，官府也不太乐意参入。然雍正二年，皇帝看到北京广宁门外普济堂由民间
经营的情况不错，于是欣然发出上谕，令各省总督、巡抚”劝募好善之人⋯⋯照京师例，推而行之“
。无论雍正本人是否热衷于此（夫马进认为他并没有这个兴趣），底下的官僚都有不少是相当澎湃地
投入了慈善运动的，比如天津拿康熙年间的育黎堂改名普济堂，比如福建强令所有州县设立普济堂，
实在不行的便有拿养济院混过去的。最为夸张的是河东总督王士俊，虽然他搞这事时已经是雍正十二
年了，但他可以搞成限令山东省”一个月内，鸠工庀材“。到雍正十三年，河南已建普济堂129所，山
东建131所，再加上育婴堂，是毫无疑问的慈善大跃进。这些善堂成本几何？两个省都耗费了数万亩田
地、数万石粮食、近十万两白银，如此巨额资本，如此短暂的时间，可以想见背后百姓的苦难。
　　       这让我联想到第四个问题，至少其所谓的大规模政府回应，并不是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不过
，古代善会与免费午餐，存在一些特别突出的差别：
　　       1.古代虽也有一成立就乞求官营的善堂，但基本上与地方官打交道，直接上达中央的，是由于
皇帝对民间的探索而非主动寻求；
　　       2.即使发了上谕，本身也并没有以政府财政操办慈善的意图；
　　       3.免费午餐的负担不会以富绅的徭役形式出现，即没有半接管这种干预形式，要么民间，要么
养济院。这一条是最为重要的差别，也直接涉及前三个问题，所以有必要细说下去。
　　       苏州普济堂由民间绅士轮流担任董事，我们来看一个董事任满一年后写的《司普济堂一周期
满》诗里的第一首：
　　       建堂养茕独，推广皇仁慈。董以殷实户，所期实惠施。经费统一周，民销官算之。郡守至幕
府，辗转校簿迟，吏胥乘其间，吹毛而求疵。善果不可为，归咎于官司。官乎岂任咎，立法本无私。
譬如牧牛羊，须校刍粟资。拱手听牧人，朘克何由知。废法诚不可，补救宜随时。
　　       该系列诗的第二首中还有”畏堂如畏虎“这样的句子。整个诗是非常滑稽的，说明自己的苦
，却又称不能废这个法，政府来补贴补贴吧。为何要说这话？原因就是普济堂每年皆有巨大的赤字，
而慈善事业哪敢让它破产？董事必须自掏腰包来填补这个空缺。这便是中国富绅身上甩不掉的徭役，
不止于此，到了民国，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要建爱国铁路，也是强令各地绅士入股的，这一入，就是
个无底洞。
　　       我们经常见到关于土豪劣绅避税的说法，对于国家的税，绅士阶层确实有规避可能，但较之
平民更大的优势大概还是对徭役的规避。的确，在有力出力之时，政府会选择找穷人麻烦，但在有钱
出钱之时，那便是逼迫富人更为划算了，甚至，对前一种情况，也会选择逼迫绅士负责交出壮丁的模
式来进行，这一切都是政府出于降低统治成本考虑的结果。
　　       那么，富绅阶层因此比一般民众背负着更重的政府压力吗？倘如此，中国便不会有早熟的城
市化现象了。绅士们有利用政府干预牟利吗？这个问题在善会善堂方面也出现了有趣的反映。
　　       这里的突出案例是杭州的善举联合体，作为清代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杭州的大型慈善机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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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成一个由善举总董统率的联合组织，其职能所涉很广，除了养老院、清节堂、育婴堂之类，能让今人
提起特别兴趣的我以为有：提供免费教育的义塾、提供免费医疗的施医局、免费救生的救生船、提供
无息小额贷款的借钱局、提供免费渡江的义渡、负责西湖清淤的浚湖局和救火义集。在夫马进引述的
资料里，这一切归一个叫丁丙的善举总董统管。
　　       如果没有前文的暗示，很多人大概会对这样的私人慈善想入非非了，可是世上哪有免费的午
餐，这一切都需要成本，譬如借钱局，它只存在了七年，并且每笔贷款上限为2000文，贷款还需要保
证人，这样也造成了2400千文的坏账。
　　       杭州善举联合体的资金来源最大一项是靠捐，这是征收厘金时的附加税，大约占联合体收入
的三到四成，是来源于国家的资金，其余资金则由各行会捐助。夫马进提出了14个行会中米业、箔业
、锡业、木业通过善捐的途径来维护行会本身利益的证据。例如在同治年间，杭州郊区各镇出现了不
经过长安镇米行中介而私下进行买卖的商人，于是米业行会便向政府提出提高米捐率，作为隐含的条
件，政府得严加管制斛夫，使其“不许隐匿⋯⋯善捐”，这实际意味着买卖必须经米行进行。在光绪
三十年，又进一步提高米捐率来换取更为严厉的市场管制。这种以善之名的做法在对付有执照却不在
行会控制内的商人时也有运用，不细讲。夫马进推测，此类情况在其他行会进行善捐时也存在，即善
捐是一种换取公权力支持本方利益的筹码。至少可见的所有此类事宜，都是请求地方官出面主持的，
可见中国行会的支配力来源。不过，行会的这种投入是有风险的，未必得到收益，如盐业行会在太平
天国前曾每引捐银五分，太平天国后则完全停捐，丁丙屡次对官府陈情，自己也前往甲商间游说，厮
磨硬泡，也只求得了加上每引五、六厘左右西湖养鱼费在内的每引银两分的捐助。这是因为“兵后盐
业，迥非从前可比”，善捐于盐业行会没有什么好处了。
　　       尽管有这些资金，善举联合体的亏空还是频繁又严重，其实，同治四年被绅士们推选出来的
善举总董并非丁丙，而善举联合体的“上级挂靠部门”盐运司则考虑经费问题，举荐了家底雄厚的丁
丙。到光绪二年，赤字已超过万千文，差不多一年就要填进去近万两白银，再富都耗不起，这就有了
前面讲到的丁丙讨捐。讨捐结果令丁丙失望之极，他坚决向盐运司请辞，盐运司也终于不得不通过杭
州府召集绅士，选举下一任总董。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杀人游戏，绅士们推出了缺席会议的两人为总
董，而那两人得知消息后自是拼命推辞。耗了一年，最后只得定为包括丁丙在内的八人负责制，最主
要的仍然是丁丙在负责。
　　       在这里可以发现，很难把中国的行会与西欧中古行会扯到一起，我曾经提过一个问题，中国
古代行会，多为商会，而西欧中古行会，多为“工”会，这有什么意味？中国都市行政，自上而下的
官僚大权在握，行会依附于官，对上负责，承担的是政策的高风险，利益不可以被摊得太散；西欧自
治城市，行会权力来自公共秩序，必须获得社会支持，16世纪的英格兰市民，往往学徒期满就有公民
权，相当于1/3男性拥有政治权利，也近似为每家庭有政治权利（学徒、仆役隶属家庭），行会利益更
为稳定，但不可以太集中。如果前文所述的米业行会在英格兰，就很难想象能够把斛夫、零售商排除
在外，而由少量中介坐拥利益。
　　       那么，前面的三个问题均已回答得差不多了，这样的一个东方专制国家，是小政府的吗？是
没有充斥干预主义的吗？是会容许自发秩序壮大的吗？
　　       一直以来，人们都太在意税收的结果，而往往忽略税收的过程，有人甚至说，中国未来也能
征到北欧的占GDP40%以上那样高的税。我提供一个出乎很多人印象的例子：18世纪后期，法国的税
收占国民收入比例，还不及英国的一半，但当路易十六苦于财政危机要加税时，便惹出了大革命。集
权政治不尊重地方和民间的权利，其征税造成的损耗，是远远大于代议民主政治的。前文所说的
“GDP3%税赋”、地方对商业只征收厘金的大清国便是个典型。如今的免费午餐，政府是以财政投入
进行参与的，为何当今政府比清朝政府慷慨？是因为税收现代化吗？假如你关注去年的群体事件，你
大概能想到，我国税收还谈不上现代化。然而，我国正在经历一番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童装税”
“缝纫机税”“摆摊税”也能托起一个20%增长的财政来，不考虑腐败，免费午餐的负担倒不算重—
—这却也只是个开始，尤其等经济增长放缓到一定地步，“财政危机倒逼政治变革”的时候，这一系
列免费极可能成为转型中国背不动的大山，并成为地方权利提升与税收现代化的死敌。因为历史已经
表明，慈善是非常难以破产的，何况普及全国进行官营的慈善，只不过现在不会逼迫一个富豪来填补
这个无底洞而改由全民进行罢了。
　　       虽然民营慈善与官营暧昧不清是历史传承，在这里还得指出一个失传的传承：清朝人信奉无
征不信，所以善会善堂会出版征信录，将详细的账目供给捐助者查对；另外，他们也接受媒体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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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就经常批评上海善堂的一些做法，善堂方面则发文进行解释，一般讲究证据而不是姿态。这
种良俗还反过来影响到了对政府的看法，有文人就提出过，希望政府也拿出征信录来，虽然并没有得
到积极的回应，恐怕也有别于如今姿态甚高的免费午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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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912年，也就是距今100年前，一个叫朱友渔的留美博士写出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一书，介
绍了清代老人院、恤嫠会、义冢、施棺等民间慈善事业，强调这里头体现了中国人民间互助、民间结
社的民间自治精神。处在辛亥革命的风头浪尖上，这位在1951年基督教控诉运动中首当其冲遭到控诉
的中国基督教领袖人物热切地期盼自己的祖国能够诞生现代民主制度，于是从属于本国传统的善会、
善堂中挖掘“自发”的萌芽，希望能够与现代民主拟合。朱友渔的研究是缺乏实证依据的，而100年后
的我们很清楚他的期待落空了。像朱友渔那般希望从传统中挖到宝藏或者仅仅是借古讽今的人一直是
不少的，比如经济学家陈志武：“中国历史上，清朝税赋为GDP的3%左右，朝廷一年财税等于200万
北京工人的年收入，而今年10几万亿的预算内财政收入是5亿城镇居民年收入！ ”可是，一个拥有充
分自发秩序的小政府国家，为何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向繁荣呢？2012年初，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
还有一桩非常值得在意的事情是政府接棒“免费午餐”，媒体拼命为这件事鼓与吹，什么“重新审视
中国式慈善”啊，什么“慈善史上的一件大事”啊，什么“政府与民间的努力形成一种合力”啊，甚
至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规模的政府回应，这不仅是中国慈善史上绝无仅有的，就是欧
美一些国家也没有“之说。而夫马进此书，深钻中国民间慈善这一个社会侧面，已完全足够解答：1.
中国历史上有过小政府吗？2.中国历史上的自发秩序地位究竟如何？3.中国古代官僚如何行使干预主义
？4.免费午餐的先辈是怎样的情况怎样的结局？它们与免费午餐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当然夫马进本
人并非完全聚焦于此，本书分为三部，第一部讲善会善堂的开端，第二部讲善会善堂的概况，第三部
才是结合社会史背景的分析。对我而言最精彩最有意义的自然是第三部，不过前两部绝不是没有含量
的，尤其是育婴堂的部分，甚至是足以令人重新认识历史的，只不过我关注的点不在那里罢了。我必
须首先介绍一下前两部内容作为那四个问题的铺垫。善会善堂，乃是民间经营的慈善组织及设施，其
中结社的善会在前，成为实体单位的善堂在后，萌生于明朝末年。在它们出现之前，慈善救济事业是
由国家经营的，从大约梁朝时有正式机构，在明朝，最为普遍的是官营的养济院。然而，养济院的救
济是地域性的、定额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存在极其严重的腐败，尽管腐败者从明到清为不同身份的人
，其低效率还是一脉相承，完全无法展开实质意义的慈善事业。善会善堂则不同，它由民间发起创立
，往往有明确的章程，也有着明确的救济对象，慈善效率较高，社会名声也很好。其慈善内容带有相
当的时代烙印，故夫马进挑选了育婴堂及保婴会、恤嫠会与清节堂来作为代表讲述。实际上，中国古
代的善”泽及枯骨，疏于生人“，与现在所谓慈善区别是较大的，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上海同仁堂托管
育婴堂期间，宁可杀鸡取卵地取出育婴堂的生息资本以填补赤字，也不愿折损同仁堂对死人的施棺、
义冢等慈善来补贴，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希望把同仁堂带进育婴堂屡兴屡废的悲剧循环中去的考虑。
以上俱是粗略，要回答那四个问题，还得深入到善会善堂的细节中去。善会善堂的成立与初期经营，
确实是民间生员、绅士自发组织的，即便是要向官府作申请，一开始受到的干预并不大，官府也不太
乐意参入。然雍正二年，皇帝看到北京广宁门外普济堂由民间经营的情况不错，于是欣然发出上谕，
令各省总督、巡抚”劝募好善之人⋯⋯照京师例，推而行之“。无论雍正本人是否热衷于此（夫马进
认为他并没有这个兴趣），底下的官僚都有不少是相当澎湃地投入了慈善运动的，比如天津拿康熙年
间的育黎堂改名普济堂，比如福建强令所有州县设立普济堂，实在不行的便有拿养济院混过去的。最
为夸张的是河东总督王士俊，虽然他搞这事时已经是雍正十二年了，但他可以搞成限令山东省”一个
月内，鸠工庀材“。到雍正十三年，河南已建普济堂129所，山东建131所，再加上育婴堂，是毫无疑
问的慈善大跃进。这些善堂成本几何？两个省都耗费了数万亩田地、数万石粮食、近十万两白银，如
此巨额资本，如此短暂的时间，可以想见背后百姓的苦难。这让我联想到第四个问题，至少其所谓的
大规模政府回应，并不是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不过，古代善会与免费午餐，存在一些特别突出的差别
：1.古代虽也有一成立就乞求官营的善堂，但基本上与地方官打交道，直接上达中央的，是由于皇帝
对民间的探索而非主动寻求；2.即使发了上谕，本身也并没有以政府财政操办慈善的意图；3.免费午餐
的负担不会以富绅的徭役形式出现，即没有半接管这种干预形式，要么民间，要么养济院。这一条是
最为重要的差别，也直接涉及前三个问题，所以有必要细说下去。苏州普济堂由民间绅士轮流担任董
事，我们来看一个董事任满一年后写的《司普济堂一周期满》诗里的第一首：建堂养茕独，推广皇仁
慈。董以殷实户，所期实惠施。经费统一周，民销官算之。郡守至幕府，辗转校簿迟，吏胥乘其间，
吹毛而求疵。善果不可为，归咎于官司。官乎岂任咎，立法本无私。譬如牧牛羊，须校刍粟资。拱手
听牧人，朘克何由知。废法诚不可，补救宜随时。该系列诗的第二首中还有”畏堂如畏虎“这样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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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整个诗是非常滑稽的，说明自己的苦，却又称不能废这个法，政府来补贴补贴吧。为何要说这话
？原因就是普济堂每年皆有巨大的赤字，而慈善事业哪敢让它破产？董事必须自掏腰包来填补这个空
缺。这便是中国富绅身上甩不掉的徭役，不止于此，到了民国，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要建爱国铁路，
也是强令各地绅士入股的，这一入，就是个无底洞。我们经常见到关于土豪劣绅避税的说法，对于国
家的税，绅士阶层确实有规避可能，但较之平民更大的优势大概还是对徭役的规避。的确，在有力出
力之时，政府会选择找穷人麻烦，但在有钱出钱之时，那便是逼迫富人更为划算了，甚至，对前一种
情况，也会选择逼迫绅士负责交出壮丁的模式来进行，这一切都是政府出于降低统治成本考虑的结果
。那么，富绅阶层因此比一般民众背负着更重的政府压力吗？倘如此，中国便不会有早熟的城市化现
象了。绅士们有利用政府干预牟利吗？这个问题在善会善堂方面也出现了有趣的反映。这里的突出案
例是杭州的善举联合体，作为清代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杭州的大型慈善机构形成一个由善举总董统率
的联合组织，其职能所涉很广，除了养老院、清节堂、育婴堂之类，能让今人提起特别兴趣的我以为
有：提供免费教育的义塾、提供免费医疗的施医局、免费救生的救生船、提供无息小额贷款的借钱局
、提供免费渡江的义渡、负责西湖清淤的浚湖局和救火义集。在夫马进引述的资料里，这一切归一个
叫丁丙的善举总董统管。如果没有前文的暗示，很多人大概会对这样的私人慈善想入非非了，可是世
上哪有免费的午餐，这一切都需要成本，譬如借钱局，它只存在了七年，并且每笔贷款上限为2000文
，贷款还需要保证人，这样也造成了2400千文的坏账。杭州善举联合体的资金来源最大一项是靠捐，
这是征收厘金时的附加税，大约占联合体收入的三到四成，是来源于国家的资金，其余资金则由各行
会捐助。夫马进提出了14个行会中米业、箔业、锡业、木业通过善捐的途径来维护行会本身利益的证
据。例如在同治年间，杭州郊区各镇出现了不经过长安镇米行中介而私下进行买卖的商人，于是米业
行会便向政府提出提高米捐率，作为隐含的条件，政府得严加管制斛夫，使其“不许隐匿⋯⋯善捐”
，这实际意味着买卖必须经米行进行。在光绪三十年，又进一步提高米捐率来换取更为严厉的市场管
制。这种以善之名的做法在对付有执照却不在行会控制内的商人时也有运用，不细讲。夫马进推测，
此类情况在其他行会进行善捐时也存在，即善捐是一种换取公权力支持本方利益的筹码。至少可见的
所有此类事宜，都是请求地方官出面主持的，可见中国行会的支配力来源。不过，行会的这种投入是
有风险的，未必得到收益，如盐业行会在太平天国前曾每引捐银五分，太平天国后则完全停捐，丁丙
屡次对官府陈情，自己也前往甲商间游说，厮磨硬泡，也只求得了加上每引五、六厘左右西湖养鱼费
在内的每引银两分的捐助。这是因为“兵后盐业，迥非从前可比”，善捐于盐业行会没有什么好处了
。尽管有这些资金，善举联合体的亏空还是频繁又严重，其实，同治四年被绅士们推选出来的善举总
董并非丁丙，而善举联合体的“上级挂靠部门”盐运司则考虑经费问题，举荐了家底雄厚的丁丙。到
光绪二年，赤字已超过万千文，差不多一年就要填进去近万两白银，再富都耗不起，这就有了前面讲
到的丁丙讨捐。讨捐结果令丁丙失望之极，他坚决向盐运司请辞，盐运司也终于不得不通过杭州府召
集绅士，选举下一任总董。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杀人游戏，绅士们推出了缺席会议的两人为总董，而
那两人得知消息后自是拼命推辞。耗了一年，最后只得定为包括丁丙在内的八人负责制，最主要的仍
然是丁丙在负责。在这里可以发现，很难把中国的行会与西欧中古行会扯到一起，我曾经提过一个问
题，中国古代行会，多为商会，而西欧中古行会，多为“工”会，这有什么意味？中国都市行政，自
上而下的官僚大权在握，行会依附于官，对上负责，承担的是政策的高风险，利益不可以被摊得太散
；西欧自治城市，行会权力来自公共秩序，必须获得社会支持，16世纪的英格兰市民，往往学徒期满
就有公民权，相当于1/3男性拥有政治权利，也近似为每家庭有政治权利（学徒、仆役隶属家庭），行
会利益更为稳定，但不可以太集中。如果前文所述的米业行会在英格兰，就很难想象能够把斛夫、零
售商排除在外，而由少量中介坐拥利益。那么，前面的三个问题均已回答得差不多了，这样的一个东
方专制国家，是小政府的吗？是没有充斥干预主义的吗？是会容许自发秩序壮大的吗？一直以来，人
们都太在意税收的结果，而往往忽略税收的过程，有人甚至说，中国未来也能征到北欧的占GDP40%
以上那样高的税。我提供一个出乎很多人印象的例子：18世纪后期，法国的税收占国民收入比例，还
不及英国的一半，但当路易十六苦于财政危机要加税时，便惹出了大革命。集权政治不尊重地方和民
间的权利，其征税造成的损耗，是远远大于代议民主政治的。前文所说的“GDP3%税赋”、地方对商
业只征收厘金的大清国便是个典型。如今的免费午餐，政府是以财政投入进行参与的，为何当今政府
比清朝政府慷慨？是因为税收现代化吗？假如你关注去年的群体事件，你大概能想到，我国税收还谈
不上现代化。然而，我国正在经历一番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童装税”“缝纫机税”“摆摊税”也
能托起一个20%增长的财政来，不考虑腐败，免费午餐的负担倒不算重——这却也只是个开始，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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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经济增长放缓到一定地步，“财政危机倒逼政治变革”的时候，这一系列免费极可能成为转型中国
背不动的大山，并成为地方权利提升与税收现代化的死敌。因为历史已经表明，慈善是非常难以破产
的，何况普及全国进行官营的慈善，只不过现在不会逼迫一个富豪来填补这个无底洞而改由全民进行
罢了。虽然民营慈善与官营暧昧不清是历史传承，在这里还得指出一个失传的传承：清朝人信奉无征
不信，所以善会善堂会出版征信录，将详细的账目供给捐助者查对；另外，他们也接受媒体监督，《
申报》就经常批评上海善堂的一些做法，善堂方面则发文进行解释，一般讲究证据而不是姿态。这种
良俗还反过来影响到了对政府的看法，有文人就提出过，希望政府也拿出征信录来，虽然并没有得到
积极的回应，恐怕也有别于如今姿态甚高的免费午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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